
人呢? 有的说几百人，有的说千把人，总之是很少的。

就是这一只很小的队伍，逃到漠北之后，忽然强大起

来，完成了突厥汗国的复国伟业。可以肯定的是，以
他们的那个军事规模，他们不可能凭借武力征服漠北

乌古斯各部。一个自然的结论就是，似乎漠北乌古斯
各部欢迎他们的到来。那么，进一步推论，似乎漠北
乌古斯各部决定抛弃唐朝，转而拥戴五十年前已被他

们抛弃的突厥。五十年的时间差距不足以让乌古斯
各部进行真正有意义的比较，但看起来乌古斯各部在

唐朝与突厥之间做了一个比较，最后选择了突厥。

这其中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注意。过去研究突
厥史的学者从不怀疑地认为因为突厥是原来的盟主，

理所应当地受到欢迎，不欢迎者也很容易被突厥武力

征服。但是，突厥第一汗国之所以灭国就是因为它被
乌古斯九姓给抛弃了。为什么会被抛弃? 很可能漠
北各部对东突厥汗国的帝国结构不满意了，才借助唐

朝的力量把它给消灭了。可是五十年后又欢迎他们，

说明漠北各部又无法容忍唐朝在漠北的统治了，似乎

唐朝还不如以前( 当然是传说中) 的突厥，突厥于是乎

得以复国。当然要不了多久，正如鄂尔浑突厥文碑铭
所显示的，对于突厥汗国来说，远方的唐朝还不是最

直接、最危险的敌人，突厥汗国最大的不安全感来自

九姓乌古斯。这说明突厥汗国复国之后很快就再度
引起乌古斯的不满了，最后只好从乌古斯中冒出个回

鹘取突厥而代之。

这一过程值得分析。在唐朝统治二十多年之后，

大家为什么会突然厌倦唐朝，宁愿欢迎突厥以取代唐

朝对漠北的羁縻统治。羁縻统治体系真正的问题在
哪里? 中华帝国的政治体系中，权衡国家利益、分配
国家资源的基本精神是什么? 中华型的古老帝国在

治理边境地区与人群时为什么会经常失败? 在南方，

从汉代的征服西南夷到清代的改土归流，都是以强大

的军事力量完成了对小型、分散的小族群小社会的压
倒性统治，由间接统治进到直接统治。这种模式为什
么在中亚和蒙古高原就不适用?

当然和经济、地理、军事条件有关。但我考虑的
重点是，在传统中国的帝国体系之下，是否能够像在

长江、珠江、赣江等流域的南方地区一样，对蒙古高原
也实现同样的统治? 虽然有关中华帝国“开发”南方
的历史叙述中，好像完全无视那些地区各种人群的痛

苦牺牲，但历史摆在这里，哪怕是被遮蔽、被清洗过的
历史，那些碎片和残影也足以让我们反省，传统帝国

的政治体系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也许先天就具有某种

致命的缺陷。

［作者简介］ 马 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中华文明的“内”与“外”

马 戎

(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谈到历史上的中国，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体

系性质的思考，正是这样一个传统文化体系的延续

与发展，构成了历史上和今天的中国。其核心部分
发源于中原地区的中华文明，是一个独立发展出来，

和阿拉伯文明、中东文明、基督教文明、希腊罗马文
明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

略，把欧洲的“民族国家”政治概念和国际关系准则
以一种不平等的方式强加给中国，当时的清朝只能

被动地模仿这种异文化的“民族国家”和处理外交
关系。最后出现的，有点像麻省理工大学白鲁恂
( Lucian Pye) 所说，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
明体系。这个文明体系有它的核心地区，也有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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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缘地区，核心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弱不

断在变化，与边缘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与人
员交流也随之不断变化。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展现
出了中国的“内”与“外”之间的互动与转换，这个过
程也反映在我们读到的中国历代文献中。这是我们
需要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

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对异文化的

强大包容力，它对“内”与“外”的理解，与对“华夏”和
“蛮夷”概念的理解一样，是动态和辩证的，所以能够
把接触到的异文化转化为与中华文明彼此相容和互

补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少数民族势力入
主中原建立王朝的现象，但是在与中原文化近距离相

处和共存一个时期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中原

文化。如元朝最后完全接受和认同了中原文化的传
统，而且自认是中华文明谱系的继承者。一个例子是
修史，在元朝站稳脚跟后，蒙古统治集团延续了之前

各朝代的传统，为它所消灭的王朝编写历史，具体地

说就是编纂《宋史》、《金史》和《辽史》，在体例、用语
方面都延续了历代史书的传统。另一个例子是科举，

我们读《元史》时，可以看到元朝后来举办的科举也要
考四书五经，只不过蒙古人、色目人的考试难度要比
汉人、南人低一些。清朝的情况也是如此，四书五经
是最主要的经典，学习和领悟儒学经典最好的工具是

汉语文，所以科举考到最后，许多满人连满语都忘掉

了。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哪一个朝代的皇帝们对儒
家经典最熟悉、汉字书法练得最好，我认为就是清朝。

实际上，边缘地区的少数族群部落只要是入主中原，

必然会逐渐融进这个中华文明的体系。

在这种历史情境下，恐怕我们讨论中国的“内”与
“外”，就不能以中原王朝皇帝的血缘来判断是否“外
人”掌权，否则就会否认元朝和清朝是中国的朝代，把
它们看作是“外来政权”，滑到美国“新清史”的思路
上去。而且纵观各个朝代的皇室血缘，许多都有异族
的成分。陈寅恪先生就考证说唐朝皇室就有胡人血
脉。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无论是皇室贵族还是平民百
姓，族际通婚始终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按照费孝通先

生的说法，中华各民族之间早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
我”，坚持血统论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以政府实际收税和派遣官

吏的行政管辖边界来加以界定“内”与“外”。中华文

明从中原地区向周边的边缘地区、甚至边远的异邦进
行文化辐射，现在周边的许多邻国，在历史上都可以

被划入“中华文化圈”的辐射范围，比如像朝鲜半岛、

越南，琉球等地，过去使用的文字都是汉字，它们保留

下来的历史文献都是汉字。在一定程度上，日本自唐
代开始也受到中华文化很大的影响，文字、建筑、服
装、绘画、音乐等等都能找到中华古代文化的痕迹。

不管是从中国传去的佛教也好、儒学也好，这些周边
国家都受到了中华文明影响。但是在鸦片战争后，中
国在东亚失去了文化权威，周边各国不得不在欧美帝

国主义的强势影响下，重构自己的基本价值概念和认

同体系，重新划定边界，越南、朝鲜半岛创制了自己的
新文字，像日本甚至最后走到要“脱亚入欧”的道路
上。我们在讨论中国的“内”与“外”时，可能还是需
要从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与其他文明体系有重要差
异，但是对待异文化具有相当包容性的文明体系的角

度，从这样视角来看中国的“内”和“外”以及相关边
界的演变。

这个历史的演变过程，按照孙隆基的说法，在鸦

片战争之后，我们不得不把一个具有“天下观”的文明
体系硬塞进“民族国家”的紧身衣。此后，中国人在考
虑自己的政治和文化认同时，使用的基本概念、话语
体系、思维方法都不得不改变。变到了今天的 21 世
纪，我们怎么来看待和描述中国的历史，如何理解中

华文明的传统，如何认识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接受的

所谓具普世性的“国际准则”，在这些方面无疑存在着
很大的张力。我们有时候要参照传统的理念和话语
来表述，有时候又要采用现在国际学术界的基本概念

和话语来交流。

现在我们讲中国历史，“中国”的地理边界应如何
把握? 那么讲到历史上的外蒙古、越南、琉球这些地
方时，应该怎么讲? 汉朝时越南曾是中原王朝管辖之

下的“交趾郡”，明朝时期撤出了越南。我们现在讲中
国历史，为了不与邻国产生矛盾，只能限定在目前国

际承认边界内的 960 万平方公里，这是今天的中国。

但在历史上，不同朝代的行政管辖边界、军队驻扎的
边界、财政收税的边界、文化影响力达到的边界与今
天的国界并不重合，有时在这 960 万平方公里之内，

有时在之外。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历史中国的“内”与
“外”，就必然面临一个中国历史传统的、今天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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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的、现代概念的话语体系之间的矛盾，在它们之
间必然有许多张力和矛盾，也很困扰学者们的头脑。

就好像现在韩国学者们一样，他们对历史上“朝鲜民
族”曾经占据的版图也有自己的想象力。当然，中国
人对于历史上的“内”与“外”有自己的想象力，韩国
人、越南人也有类似的想象力，国内的蒙古族、维吾尔
族学者也有各自不同的想象力。其实在历史上的那
些时期，东亚哪里存在今人概念中的“民族”? 那么作
为今天的学者来说，我们恐怕只能够把它们看作是两

套话语来进行讨论，历史曾经如何，今天又是如何，我

们尊重历史，更要尊重现状。

另外，人们常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
分”。那究竟什么时候可以算作“自古以来”? 在唐
朝的时候，吐蕃军队两次占领长安，我们就不能说那

时的吐蕃王国是中国唐朝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可
能对今天中国管辖的边疆地区说“自古以来”，在历史
上是站不住的。而且即使没有这个“自古以来”，一点
儿也不会影响今天中国在这些地区的主权。美国只
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它今天的国土在历史上是印第安

人的，这并不妨碍美国今天对这些国土拥有国际法承

认的完全的主权。

梅·戈尔斯坦在他的《喇嘛王国的覆灭》里，认为
清朝在 18 世纪前期之后，即对西藏拥有无可置疑的
行政管辖权。乾隆皇帝派军队打败了廓尔喀入侵者
后，制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驻藏大
臣职权、达赖班禅等活佛转世、边界防务和驻军、对外
交涉、财政税收、货币铸造、寺院管理等方面做出了具
体规定，由此表明清朝对西藏地区实行了有效的治

理。一直到辛亥革命，十三世达赖才提出“独立”的诉
求，但在与中央政府的谈判中仍承认西藏是中国领

土。这是都有历史记载的，能够说服人。所以，中国
在历史不同时期上的“内”和“外”的边界是动态的，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动态的历史。而且，历代中原王朝
在思考“内”与“外”时，并不是简单的二分法，而是有
层次之分的。如《明史》的列传部分中，就有土司、外
国、西域三个部分，《清史稿》中则有土司、藩部、属国
三个部分。中原人的思维方法，有点像费孝通教授在
分析中国社会时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个思路，我觉
得也应该引入到我们对中国的“内”与“外”的思考
中来。

在谈到“内”和“外”之间的关系时，可能还有一
点需要注意，这就是需要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当政

者和主流学者的心态进行分析和解读。比如宋朝在
各方面的心态比较保守，无法代表中华文明主脉中

“中国”的一个常态。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势力入主
中原后，会带来了基因上新鲜的血魄，也冲击了中原

地区相对停滞的社会。如果一个文明群体被其他文
明群体所打败，它自身肯定出现某些保守和停滞的特

点，失去了活力，外来的冲击可以使其重新焕发青春。

许多历史学家也这么认为，如王桐龄教授在《中国民
族史》中把外族进入中原的时期称之为中华文明的
“蜕化时期”( 如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及
宋元、清) ，在各族杂居与外族主政的蜕化时期中，中
原人群增添了新的血液，中原文化加入了新的成分，

这就使中原地区的原有文明变得更加外向和充满活

力。来自“外”部的草原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征服，客观
上使处在“内”地的中华文化重新焕发出新的心志。

所以，我觉得从历史演变的态势上来看，在许多方面，

“内”和“外”之间是一种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而且
彼此的边界是动态和发展的。

到了鸦片战争后的近代，清朝政府不得不划定国

界，虽然清朝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割地赔款，丢失不

少领土，最后保留下今天中国的版图。考虑到晚清在
军事上的颓势，这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这些保留下

来的地区与中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具有深厚的联
系。当时英国殖民者想占领西藏，或者想使西藏成为
中印之间的缓冲国，但是最后西藏还是留在中国境

内，这是因为西藏地区几千年以来( 自唐朝以来) 和中

原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交往远远超过它和印度的交

往。新疆和中亚其他地区相比较，新疆的维吾尔群
体、哈萨克部落和中原( 清朝) 各方面联系更为紧密，

所以最后与沙俄划界时留在中国，必然有一定的历史

基础。哈萨克部落中有一部分进入阿尔泰，成为清朝
属民，这和当时这些部落与沙皇政府的矛盾有关，土

尔扈特蒙古部落千里回归，反映出它与中国的深厚联

系。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建国后，中国境内的哈萨克族
仍然留在中国，对于这一现象，不研究历史是无法解

释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讨论中国的“内”与“外”，学
术概念的运用、历史文献的考证、现实政治态势的分
析都是不可缺少的。另外，自然也脱离不开这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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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间角力和政治博弈的影响。

讨论中国的“内”与“外”时，我认为它涉及的概
念内涵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层面是地域( 这个地

域是“内”，那个地域是“外”) ，另一个层面是人群( 这
个群体属于“内”，那个群体属于“外”) ，在历史和现
实中，这二者之间并不是完全重合的。

［作者简介］ 王 柯，日本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研究科教授。

历史从来不是一个同心圆

王 柯

( 日本神户大学 国际文化学研究科)

事实上，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任何一个

社会共同体都同时处于两个实际存在的同心圆之中:

一个是政治的同心圆，一个是文化的同心圆。政治的

同心圆是指服从于同一个最高政治权力或政治权威

的范围，文化同心圆是指根据同样的世界观而形成的

人类生活模式的范围，在后者的表现形式中最具鲜明

特征的就是关于宗教的认识。对于很多社会共同体

来说，它们所处的两个同心圆是不可能完全重合的。

这首先是因为生存或经验过的人类生态之间存在差

异，一个范围较广的政治同心圆中可能会同时存在若

干个不同的文化同心圆; 由于曾经共有一个同样的历

史或历史的记忆，许多文化同心圆的边界又是超越了

“民族”甚至“王朝”或“近代国家”等政治同心圆之疆

界的;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文化同心圆来说，它可能同

时处于两个以上的政治同心圆中。这种情况在中国

的历史上并不罕见。如果这个历史或历史记忆具有

宗教的成分，那么这个文化同心圆的实际影响力就有

可能超过政治同心圆。毋庸赘言，今天发生在新疆乃

至发生在西藏的问题就鲜明地具有这种性质。

中国的维吾尔族实际上长期以来一直同时存在

于两个同心圆里。第一个同心圆就是乾隆在 1759 年

将天山南部变为清朝的回部以后的政治同心圆，维吾

尔族由此变成了以北京 /南京为中心的政治同心圆的

一部分; 第二个同心圆就是以“突厥民族”与“伊斯兰

教”为基本因素构成的文化同心圆，这个同心圆无疑

具有更为久远的历史; 而组成这个文化同心圆的，除

了维吾尔族之外，还包括乌孜别克族( 在中亚地区为

乌兹別克) 、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 在中亚地区为吉

尔吉斯) 、塔塔尔等民族集团，其地域橫跨了前苏联的

中亚地区和中国的新疆地区，其边界超过了近代国家

的国界，今天甚至跨越了数个政治共同体。

关于维吾尔族与第一个同心圆的关系，笔者曾经

指出其中具有非常暧昧的部分。因为清朝一直将维

吾尔社会作为“藩部”的一部分进行统治( 笔者称此

种状态为“在中华与乌玛之间”，乌玛为伊斯兰共同

体) ，所以维吾尔族被真正纳入“中国”的政治同心圆

中还是在新疆建省之后的事情。因此从严格的意义

上来说，对于维吾尔族而言具有更加久远历史的第二

个同心圆才一直具有更加实际的意义。事实上，即使

到了新疆建省以后，由于与内地在交通上的不便，以

及诸多的国内政治、国际政治的原因，这种状态至少

持续到了 1949 年; 甚至可以说，虽然分属于两个不同

的国家，但是维吾尔族与苏联之中亚地区的突厥语系

伊斯兰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在更晚的 1962 年的
“伊塔事件”之后才受到了比较严格的管制。然而
1989 年至 1991 年之间发生在两个地区的一连串事件

再次告诉世人，由乌兹別克、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

孜等跨界民族组成的突厥语系伊斯兰民族集团的文

化同心圆，在民族主义的层次上一直都是藕断丝连;

而这个文化同心圆对中苏两个政治同心圆发动的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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